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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西沙、南沙群岛的
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
———评黎蜗藤《被扭曲的南海史:20 世纪前的南中国海》
李金明
摘要:2000 多年前，汉武帝开辟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后，中国历代王朝与东南亚各国的
交往日益密切。有些来华朝贡的东南亚使者航经南海海域时，曾描述过西沙群岛的各种险情。但他们作为匆
匆来去的过客，不能因此而称为西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所谓的“发现”，必须要有动因，而且要有反馈能
力，可使后来者因之而受益。只有长年在西沙、南沙群岛生活、劳动的海南岛渔民，才真正是西沙、南沙群岛的
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此外，中国史书记载的中国南海疆域界限和以季风对航海的作用来划分中国海域与外
国海域的分界等，亦为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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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开通中国与东南亚、印度
的海上丝绸之路后，历代中国王朝均派遣使团经南
海出使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而东南亚和南亚各国
亦派遣使者来中国朝贡。这些朝贡使者航经西沙
群岛海域时，偶尔会遭遇到各种险情，且由中国史
官记录在册。但这些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能称为西
沙群岛的“最先发现者”。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
动因，而且要有反馈能力，使后来者能得益于前者
的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
岛者，应该是中国的海南岛渔民，他们长年在这些
海域捕鱼、劳作，在西沙、南沙群岛上到处都留下他
们生活劳动的足迹，他们才是真正的西沙、南沙群
岛的最先发现者与开发者。
一、从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谈起
有关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程，记载于
《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自日南障塞、徐闻、
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
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
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
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
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
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
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
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
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
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
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
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①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航经的各个国名，虽经不少
中外学者反复考证，但至今仍无一致意见。不过，
这条航线的起点———日南是中国当时最南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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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平定南越王之乱后，从两广至今越南北
圻、中圻分别设置了 9 个郡，其中最南的就是日南
郡，它在今越南中圻，郡治朱吾;另一个起点———合
浦郡，则在今雷州半岛，郡治徐闻。
了解到航线的起点后，可再看看已基本成为定
论的航线中点———夫甘和航线终点———黄支。根
据法国汉学家费瑯的考证，夫甘系指缅甸的蒲甘
(Pagan)古城，在今伊洛瓦底江左岸尚可见其废址;
而黄支则是印度东海岸的建志(Kanchi) ，也就是今
印度半岛东南部的康契普腊姆(Conjervaram)。① 明
确了航线的起点、中点和终点后，则可确定，汉武帝
当时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日南、徐闻、合浦出
航，沿着越南海岸航行，中经缅甸的蒲甘到达南印
度的康契普腊姆。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
国已开通了联系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
然而，不知是不理解中国史书的记载，还是蓄
意歪曲，黎蜗藤全盘否定了中国在开辟这条海上丝
绸之路中的作用。他写道:“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到
两点重要的信息:第一，汉朝派使节往黄支的起因
是黄支派人到汉朝送礼物，而黄支国显然是通过海
路来到中国的。这表示在这次旅程之前，海上丝绸
之路已经为外国所开通。第二，在汉使旅途中，‘蛮
夷贾船，转送致之’，为他们提供船舶都是‘蛮夷贾
船’。这说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的主要提供者
是外国人，中国使臣只是搭顺风船。当时中国的造
船技术并不足以应付远洋航行，外国人的舶是当时
海上航运的主力。”②
上述这两点牵强附会的说法，表露其要么是对
中国历史知识的无知，要么是有意贬低中国在亚洲
航海史上的地位。其实，汉武帝开辟这条海上丝绸
之路并不是起因于黄支使者来访，而是缘起于张骞
出使西域。据《汉书》卷 95《西南夷传》记载，元狩
元年(前 122) ，博望侯张骞禀告，出使大夏［今阿富
汗北境马扎里沙里夫以西的巴尔赫(Balkh) ］时，看
到蜀布和邛竹杖(指四川西部邛崃山出产的方竹
杖) ，问当地人从哪里获得，答说从东南数千里的身
毒国(Sind，专指印度西北部) ，向四川商人购得。于
是，张骞认为在四川与印度之间必有一条便捷的
通道。
从现在的地图上看，由滇池西之安宁县向西至
大理，更由大理至永昌、腾越、干崖而入缅甸之八莫
有驿道。在甚早时期，必有商人利用此道往来于
蜀、滇和印度之间。张骞在大夏时所见之邛竹杖、
蜀布，皆由此商道西行者也。后来，汉武帝派遣张
骞、柏始昌、吕越等人探觅此道，皆为滇王所阻，仅
到昆明便未能再往西，是以其探险未获成功。汉武
帝迫于无奈，只好从广州开辟通往东南亚、印度的
海上丝绸之路。至于黄支派使者到汉朝送礼物，并
不是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前，而是之后。西
汉在平帝元始(1 － 5)中王莽辅政时，曾派遣使者携
厚礼赠送黄支王，要求其遣使献生犀牛。③ 黎蜗藤
不仅将因果倒置，而且将黄支遣使者来献犀牛提前
于汉武帝派使者到黄支达 150 年，如此歪曲事实，令
人唏嘘。
此外，有关“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问题。当
时由于航海技术未精、船舶制造简陋，仅能沿海岸
慢慢航行。汉使从日南、徐闻、合浦出航后，经过 9
个月又 20 余日的航行，外加登岸步行 10 余日，才到
达缅甸的蒲甘，而后由外国商船转送至目的地。这
种情况的出现在 2000 多年前是很正常的，并不是如
黎蜗藤所说:“这说明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的主
要提供者是外国人，中国使臣只是搭了顺风船。”请
问当航道断了，需要登岸步行 10 余日后，再走航道
时不是由当地人转送致之，难道要中国使臣抬着原
来使用的船只登岸步行，或者要再另行造一艘船
吗?笔者真不理解黎蜗藤怎么会由此联想到“当时
中国的造船技术并不足以应付远洋航行，外国人的
舶是当时海上航运的主力”。事实上，当时中国的
航海技术已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在《汉书·艺文志》
天文类上就载有《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
《海中五星顺逆》《海中二十八宿国分》《海中二十八
宿臣分》《海中日月彗虹杂占》等航海书籍。可见当
时航海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正是由于
航海技术的进步，才为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
打开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书·地理志》记载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返程
的时间是“平帝元始中(1 － 5)”，它与去程记载的
“自武帝(前 140 －前 186)以来”，前后相差了大约
150 年之久。返程中所经过的己程不和皮宗两地，
经史学家考证，亦殆成定论。据苏继廎老先生认
为，锡兰岛的巴利语名称为 Sihadipa，读如“己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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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音，意曰师子洲。① 而皮宗一地，按美国汉学家
柔克义(Ｒockhill)的说法，为 Pisang 之对音，意即香
蕉岛，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② 由此看来，这条航线
的返程已不像去时那样沿海岸慢慢航行，而是直接
从印度东海岸经斯里兰卡至苏门答腊岛，之间用了
8 个月时间。然后再用 2 个月航行到日南象林界。
这说明，记载的返程可能已经懂得利用季风航行。③
因为在南印度东海边，冬季(阳历十月中旬至十二
月中旬间)是刮东北风，夏季(阳历五月下旬至九月
中旬间)是刮西南风。④ 每次季风持续的时间至下
次季风转换的时间差不多是 8 个月，也就是说，他们
曾在苏门答腊岛停留等待过季风的转换。
然而，黎蜗藤却说:“从南海到印度洋之间不再
需要从陆地跨越克拉地峡，而是可以经过马六甲海
峡和巽他海峡，这也反映了航海技术的提高。”⑤由
此可以看出，黎蜗藤根本不了解早期帆船航经马六
甲海峡需要利用印度洋的季风，否则就无法航行。
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使是从谌离国步行十
余天到夫甘都卢国。据考证，谌离为暹罗湾头的佛
统，夫甘都卢即缅甸的蒲甘(Pagan)。⑥ 这说明当时
汉使是从佛统向北步行到缅甸的蒲甘，而不是向南
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再说克拉地峡处于马来半岛
北部的最狭窄处，根本不需要步行 10 余天。
二、是谁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
中印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源
源不断地输入印度，在那里同来自地中海的罗马商
人进行交易。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写
道:罗马每年有 120 艘商船从埃及的迈奥霍穆港到
印度的马拉巴海岸和斯里兰卡，同亚洲远邦商人进
行贸易，其中包括中国商人。⑦ 尽管史实的记载非
常清楚，但黎蜗藤却视而不见，仍妄称:“在所有的
典籍中，都找不到这段时期里中国商人前往海外进
行贸易的可靠证据。”⑧其用心非常明显。
在这里不妨再看看东晋时著名僧人法显到印
度巡礼的记载。法显俗姓龚，东晋平阳郡武阳(山
西省襄垣县)人。他于隆安三年(399)偕同伴数人，
从长安出发，渡流沙，踰葱岭，过五河之地，遍历恒
河流域，涉圣教之本地，广寻佛迹。在外 15 年，于义
熙九年(413)从印度经锡兰回国。在锡兰时，他看
到商人将一把中国产的白绢扇供奉在玉佛像前，不
禁勾起其思乡之情，“凄然泪下满目”。⑨ 这难道不
是中国商人到海外贸易的最好证据吗?
除了商人贸易外，当时的中国朝廷也派遣使者
出使东南亚、南亚各国。例如隋炀帝大业三年
(607) ，派遣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使赤
土。据《隋书》卷 28《赤土传》载述:“其年十月，骏
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
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
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相接，又行二三
日，西望见狼牙须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
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
击鼓，以乐隋使，进金 以缆骏舩，月余至其都。”
从上述记载可了解到:常骏等人是从广州起
航，昼夜二旬到达焦石山(即海南岛东北角的七洲
列岛) ，再向东南航行，停泊于陵伽钵拔多洲［即位
于越南东端，北纬 12°53'、东经 109°27'的华里拉岬
(Cape Varella) ］，又向南航行至师子石(即今新加
坡) ，接着又航行二三日，向西看到狼牙须山［此地
应为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Kedah)一带］，于是再向
南航行至鸡笼岛［即 Kellah 的对音，法国汉学家费
瑯认为在马来半岛的克拉(Kra)地峡］，才到达赤土
的边界。赤土国王即派遣婆罗门鸠摩罗率船 30 艘
前来迎接，继续航行月余后始至赤土国都城。
由于到达鸡笼岛只是到达赤土国的边界，仍需
继续航行月余后才能到达赤土国都城。故先师韩
振华先生将赤土国的位置考订在锡兰岛。其理由
是:根据中外史籍记载，在七八世纪的马来半岛，有
一部分是在印度锡兰国王的管辖之下，且后来义净
在《大唐求法高僧传》无行禅师条中亦说，自马来半
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苏继廎:《汉书地理志己程不国即锡兰说》，《南洋学报》第 5 卷第 2 辑。
［法］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苏门答剌古国考》，第 57 页。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厦门大学学
报(社科版)》1958 年第 2 期，第 226 页。
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北京:“国立”编译馆，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 年，第 251 － 252 页。
黎蜗藤:《被扭曲的南海史:21 世纪前的南中国海》，第 55 页。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末段考释》。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北京:三联书店，1973 年，第 2、71 页。
黎蜗藤:《被扭曲的南海史:21 世纪前的南中国海》，第 57 页。
法显，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10 页。
岛西岸的羯茶(Kedah)航行到师子洲(锡兰岛)共
32 日，与上述记载的月余相吻合。① 然而，黎蜗藤却
凭空想象，说:“赤土国在马来西亚半岛东侧，原先
为扶南属国，很可能还是扶南人在马来半岛的一个
殖民点。”②由此说明，黎蜗藤对东南亚历史不是很
了解，亦不懂得地名考释，只能以“很可能”来搪塞
之，这不是严谨治学的态度。
上述常骏出使赤土的记载说明:至少在公元
607 年，中国官方的使船已航经南海航道到东南亚、
印度洋等地访问。至于有关东南亚使者经南海航
道来华访问的记载，大概始于北宋天禧二年
(1018)。当时占城国王派使者来华朝贡，使者说:
“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石塘
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下陷八九尺者也。”③占城使
者虽然没有说明石塘在崖州海面外的具体方向，但
后来的《琼管志》有记载:“吉阳(崖州) ，地多高山
……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与占城相对，西
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
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④由此
可以了解，石塘是在崖州东海面 700 里外，也就是今
天中国南海海域的西沙群岛，其主岛永兴岛到崖州
的距离为 330 公里，与记载的 700 里基本相符，且位
于崖州的东南海面，至今海南岛渔民仍将西沙群岛
的永乐群岛称为石塘。⑤
类似这种外国使者讲述来华途中所经历的风
险，由中国史官将之记录在案的历史，本来是很平
常的事，但是黎蜗藤却将之与“谁最早发现西沙群
岛”联系起来，他写道:“尽管这段文字是中国人记
录下来的，但当时中国人只是一个记录者，占城人
才是这个信息的提供者，而中国人所记载的也是占
城人到达西沙群岛的事情”，“因此，如果以历史上
的记录为准，占城人最早发现西沙群岛”。⑥ 他甚至
凭空想象说:“在这条航线上航行的占城人也自然
是最有机会发现南沙群岛的人。”⑦一位匆匆经过南
海海域的过客居然被说成是“西沙、南沙群岛的发
现者”，如此缺乏史料依据、牵强附会的大胆联想，
已经不是在谈历史，而是在宣扬政治观点了。
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对人类社
会的发展带来贡献。如果仅是偶然从南海海域经
过的人，则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就以谁最先发
现美洲来说，人们想到的可能是最早拓殖那里的印
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才是从相反方向进入美洲的北
欧人和爱尔兰人，而哥伦布只能算是最后的发现
者。但是，在这些发现者中，唯有哥伦布的“再发
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故人们始终记住
的是哥伦布对美洲的新发现。
在这里不妨再看看澳大利亚的例子，人们普遍
认为澳大利亚是 1770 年由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
克发现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 1606 年，荷兰探
险者就发现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在 1623 年，
卡坦斯(Cartensz)发现过该大陆上被雪覆盖的山
峰，但该大陆至 1909 年始标示在正式的地图上，当
时这项工作是由洛伦茨(Lorentz)和范诺希斯(Van
Nonhys)完成的。在 1642、1643 和 1644 年，埃布
尔·塔斯曼(Abel Tasman)探测了澳大利亚的大部
分海岸线和塔斯马尼亚岛，他把塔斯马尼亚岛命名
为范迪门斯兰(Van Diemensland) ，以纪念将此探测
任务交给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直至近代，在
英国居民的要求下，这个旧名字才被改掉)。但是，
塔斯曼当时没有发现把新西兰南北分开的海峡，这
项工作大约到 130 年后才由库克完成。在 1617、
1618、1622、1629、1696 和 1705 年，有多艘属荷兰东
印度公司的船只到达过澳大利亚海岸的许多地方，
时至今日那里还留下许多纪念这些勇敢的荷兰探
险者的工作的地名。然而，从范皮门(Van Piemen)
总督开始(他死于 1645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领
导官员们就对这些探险者发现的地方感到失望。
在 1721 和 1722 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曾组织过一次
澳大利亚的远航，作为其环球航行的一部分，而殖
民者对澳大利亚却没有产生过任何激情。于是，不
久之后英国人占领该地区时，“新荷兰”大体上仅留
下一个空名而已。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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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荷兰探险者的最早
发现没有产生过太大的经济效益，且遭到荷兰东印
度公司的忽视，而库克于 1770 年对澳大利亚“再发
现”后，即宣布为英殖民地，接着英政府开始向澳大
利亚移民，故人们都不认可荷兰的最早发现，反而
承认是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现象呢?这里面涉及到对“发现”的理解，究竟什么
行动算为“发现”，“发现”的真正含意是什么，这些
都是值得探讨的。
发现，不是对个别自然现象的首次感知，而是
人类对自然及其整体的认知和再创造。古今中外，
莫不如此。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发现
者》一书中对“发现”做过这样的论述:“一个民族若
要去遥远之地充实自己的财富和知识，受到启迪，
必须具有返回故土的能力。后代把返回故土叫做
‘反馈’。对发现者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它有助
于说明为什么出海，为什么敞开海洋标志着人类的
一个伟大时代。在人类一次又一次的探险事业中，
没有反馈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享受并得益于前人
的反馈，是人类的主要能力。海上冒险行动，甚至
是它们的单程成功，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在历史上
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所以到达目的地还不够，要
使世界上各族人民相互得益，必须有返回的能力，
回到启航的地方向乡亲们传播航海者在异国发现
的物品和知识。公元 4 世纪在迦太基铸造的钱币，
曾在亚速尔群岛发现，古罗马的钱币似乎是由漂洋
过海而为大风驱走的船只带到委内瑞拉的。来自
挪威和冰岛的北欧海盗，在中世纪似乎不时接触到
北美。1291 年，维瓦尔第兄弟们从热那亚出发，环
航非洲，但音讯全无。也有可能，在哥伦布之前的
时代里，中国或日本的帆船在海上迷航而一直漂流
到美洲沿海。然而这些行动或事件没有产生反馈，
只是空谈而已。”①这段有关“发现”的精辟论述，对
我们现在讨论是谁先发现西沙群岛有着很大的启
迪作用。
从这种意义上说来，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
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中国海南岛渔民
长年在西沙、南沙群岛捕鱼、劳作，他们使用的《更
路簿》是长期在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航行和生产的
指南。在西沙、南沙群岛上，到处都留下中国渔民
生产活动的遗迹，他们长期居住在西沙、南沙群岛，
从事各种生产活动，他们才是西沙、南沙群岛的最
先发现者与开发者。
三、有关中国南海疆域的记载
南宋淳熙五年(1178) ，桂林通判周去非在其撰
写的《岭外代答》一书中写道:“三佛齐之来也，正北
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
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
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
于竺屿之下。”②这个记载表明:从苏门答腊东北部
的三佛齐来到中国的船只，过了上下竺与交洋之
后，即进入中国的海境。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南
海疆域是和“上下竺”与“交洋”接境。
交洋，即“交趾洋”之简称，指的是今越南北部
沿海一带。而黎蜗藤却认为:“交趾洋是指北部湾
‘今越南北部沿岸一带’。”然后就无中生有地大做
文章，说什么“把交趾洋论证为北部湾的用意”，是
要“说明上下竺是中国南海疆界的南限，而交洋(指
北部湾)是西限”③。事实上，“交趾洋”一般指的是
越南北部东京湾口一带沿海，并不包括北部湾，因
北部湾是越南和中国的共有海湾。他接着又说道，
《诸蕃志》记载的“交洋、竺屿之限”，这里的“限”字
不是指界限，而是指“险阻”，这是“限”的本意。《说
文解字》有:“限，阻也。”《辞源》中有:“限，险阻。”
于是，他认为这是描述“交趾洋和昆仑洋都是有风
险的洋区”④。在这里，他故意不提“限”字也包含
有“界”的含意。《康熙字典》写道:“［说文］限，阻
也;［玉篇］界也，度也，齐也。”⑤由此可见，黎蜗藤
故意回避“界限”的含意，目的是要否认中国南海疆
域界限的证据。
在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在其著作《岛夷志
略》中，把整个南海诸岛称为万里石塘，并以朱熹
“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的学说，确定了万里石
塘的范围。他写道:“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
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
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
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⑥这个起自广东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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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曲折连绵向海中延伸的万里石塘，指的是包括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
中国南海诸岛。其范围一面到印尼的爪哇，一面到
文莱(勃泥)和沙巴，一面到越南东南端海域的昆
仑岛。①
汪大渊所描述的这个“万里石塘”的范围与今
日中国南海疆域的范围差不多。但是，黎蜗藤却认
为:“并无明言万里石塘是中国领土，相反，却有‘越
海诸国’的字眼，表明万里石塘跨越多个国家的疆
域，而非专属一国。从字面上看，甚至有理由认为，
至文莱、爪哇和帝汶的部分是属那些国家的。”②这
明显是在玩文字游戏，既然汪大渊是以朱熹的地脉
学说来描述万里石塘，称其由广东潮州而生，曲折
连绵如长蛇，横卧海中，这不就是说明万里石塘是
发源于中国的疆域之内吗?至于“越海诸国”是形
容万里石塘范围之大，跨越诸国的海域，并不是所
谓的“跨越多个国家的疆域，而非专属一国”之意。
更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想象“至文莱、爪哇和帝汶的
部分是属哪些国家的”。
下面谈谈有关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分界问
题。明嘉靖十五年(1536)黄衷撰写的《海语》一书，
把中外海域的分界称为“分水”。他写道:“分水在
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
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抵旧港，
东注为诸番之路，西注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
以域华夷者也。”③这里所说的外罗，位于越南中部
海面，因在广南占毕罗(占婆岛)外洋而得名，法国
学者伯希和将其考定在理山群岛(Culao Ｒay) ，又名
广东群岛(Pulou Canton)。④
外罗海之所以成为中外海域的分界，是因为它
是中外两条航线的汇合点。在帆船时代，从中国到
外国的船只，一般是乘东北风，走外罗海东边的航
线，“分水”称之为“东注”;而从外国返航海南岛的
船只，则乘西南风，航经外罗海西边的航线，“分水”
称之为“西注”。正因为外罗海在航海中成为中国
海与外国海的天然分界，故《海语》称之为“天地设
险以域华夷者也”。
然而，黎蜗藤并不了解外罗海之所以成为中外
海域的分界是因为季风对航海的作用，却说“从地
理方位来看，如果中国和外国的海域是有明确交界
的话，那么这种交界是南北之间的交界，而不是东
西之间的交界。古代中国传统海域的南界应该是
交趾洋或外罗海的北界”⑤。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了
航海规律以及季风对航海的作用。在南海，最显著
的季风是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并没有什么南北季
风，故不可能有所谓的“南北之间的交界”可言。此
外，所谓“古代中国传统海域的南界”亦纯属是凭空
想象，没有任何历史依据。事实上，《海语》所说的
“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指的是由于季风的作用
而形成中外海域之间的一个天然分界，并没有涉及
到该海域的主权归属问题。而黎蜗藤却错误地将
之作为该海域的主权归属问题来理解，甚至说“这
个分界点，可以属中国，也可以属外国，可以是两者
分享，也可以是无主地(仅仅作为一个界而已)”⑥。
可见他根本不能正确地解读《海语》的这段记载，而
又莫明其妙地扯到黄衷的身份问题。说什么“由于
黄衷写书时的身份仅仅为一介平民，他的书籍充其
量表明一种历史上的认识……但并不表明官方的
态度，自然也无法视为官方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意
图”⑦。
接着，黎蜗藤又提到《海语》中记载的“万里长
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将此
记载说成是什么“南沙群岛是‘西南夷’的地盘。这
说明，至少在黄衷看来，南沙群岛是属外国的地
方”⑧。其实，《海语》记载的是:“万里长沙在万里
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弱水出其南，风
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船误冲其际，即胶不脱，
必幸东南风劲乃免陷溺。”⑨其意思是说，位于万里
石塘东南的万里长沙，因其范围广大，岛礁密布，向
来被视为航海危险区，故有“西南夷之流沙河”“弱
水出其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等传说。
它并没有谈到什么“南沙群岛属西南夷地盘”，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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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黎蜗藤曲解其意，然后硬栽到黄衷头上。可是
他忘记了自己在前面刚刚说过的话，黄衷是“一介
平民”，并不表明官方的态度。在这里却又以“黄衷
的看法”来作依据，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吗?
有关外罗海东西两条航线的记载，在清代史籍
中写得更加详细。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至乾隆
六十年(1795)之间，随番舶出洋，在海上漂泊 14 年
之久的谢清高，在其口述的《海录》一书中写道:“噶
喇叭，在南海中为荷兰所辖地。海舶由广东往者，
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
仑，又南行约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
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约四五日过红毛
浅，有沙坦在水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深四丈
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
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沟之内外，以沙
分也。”①这里说的“内沟”“外沟”，与上述《海语》的
“西注”“东注”一样，指的都是经过外罗海东、西的
两条航线。
按照《海录》的描述，从广东到印尼雅加达(噶
喇叭)有两条航线:一条称“内沟航线”，船驶出万山
群岛后，向西南航行，经过海南岛、越南中部沿海，
至昆仑岛，又向南航行三四天到潮满岛，当船航经
越南中部沿海时，万里长沙(西沙群岛)就在船的东
面。另一条称“外沟航线”，船驶出万山群岛后，则
向南偏西航行，大约四五天后经过中沙群岛，又航
行三四天到萨帕图岛，再航行四五天到潮满岛，在
这里与“内沟航线”汇合，当船航经中沙群岛时，万
里长沙就在船的西面。所谓的内、外沟航线，就是
从西沙群岛处分开。
然而，黎蜗藤却别出心裁地将在这两条航线航
行的船只分为“中国船只”和“西洋甲板”，说什么
“中国船只到南洋，因为技术上的问题(以万里长沙
之外渺茫无所取准) ，都从沙内粤洋到七洲洋，即走
内沟航线。而西洋甲板，则多走七洲洋东，通过万
里长沙外(即西沙群岛以东)的外沟航线”②。黎蜗
藤如此解释的目的是有意贬低中国船只的航行能
力，而极力吹捧外国洋船，说是“由于技术上的原
因，这条航线上行驶的船只只限于‘番舶洋艘’，唐
船就无法航行了。”以此来“证明在 18 世纪初，中国
和南沙群岛的关系还是非常薄弱的”③。如此歪曲
史料的记载，显然是为了达到否认中国在南沙群岛
拥有历史主权的政治目的。
黎蜗藤故意曲解文意的做法还表现在对《海
录》所载“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
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的理解上，
他写道:“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
南外屏。从字面上看，作者把西沙群岛视为越南的
外屏，也就是认为西沙群岛乃属越南之领土。”④由
此可见，黎蜗藤没弄懂“安南外屏”四个字的意思。
这四个字说的是西沙群岛作为安南外海的屏障，将
之与中国海隔开，指的是西沙群岛为安南海域与中
国海域的分界。而接下去又写到，西沙群岛的“沙
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陵水境”指的是海
南岛东南部的陵水;“草鞋石”即位于越南东端平顺
海岛东南大约 32 海里处的萨帕图岛(Pulou Sapa-
tu)。《海录》的记载已很清楚:西沙群岛发源于海
南岛的陵水，向南延伸到越南东南端的萨帕图岛，
就像屏障一样把越南海域分隔开来。这如何能理
解为“属越南之领土”呢?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开辟联系东南
亚、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是起因于张骞通西域发
现在四川与印度之间有一条便捷的通道。而不是
如黎蜗藤所说，是起自于黄支国派人送礼物，“海上
丝绸之路已为外国人所开通”。黎蜗藤称当时中国
“航海技术未精”的说法既表露出他对中国历史的
无知，且让人不能不怀疑他带有故意贬低中国航海
能力的政治目的。
至于是谁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问题。到底
是偶尔航经该海域的外国使者，还是长年在那里生
产劳作的中国渔民?这里涉及到对“发现”两字的
理解。所谓的发现，不仅要有动因，而且要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带来贡献。如果仅是偶然从南海海域
经过的人，则谈不上是真正的发现者。从这种意义
上说来，最先发现西沙、南沙群岛的应该是中国，而
不是其他国家。中国的海南岛渔民长年在西沙、南
沙群岛捕鱼、劳作，他们使用的《更路簿》是长期在
西沙、南沙群岛海域航行和生产的指南。在西沙、
南沙群岛上，到处都留下中国渔民生产活动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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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南宋年间，中国史书就记载了中国南海疆
域是与“上下竺”和“交洋”接境。至元代，航海家汪
大渊在其著作中已描述了中国南海疆域的具体范
围。在解读这些记载时，黎蜗藤着重在“限”字与
“越海诸国”等字眼上做文章，把“限”字解释为“险
阻”之意;把“越海诸国”解释为“越过多个国家而非
专属一国”。但是，他忽视了“限”字尚有“界限”的
意思，也就是指中国南海疆域的界限。而“越海诸
国”之意，汪大渊明显称万里石塘发源于中国广东
潮州，逶迤连绵越过海外诸国的海域，并无所谓“越
过多个国家”之说。
有关中外海域的分界，黄衷在《海语》中是以季
风对航海的作用来进行划分。认为从中国到外国
的船只一般是乘东北风，走的是外罗海东边的航
线;而从外国返中国的船只，乘的是西南风，航经外
罗海西边的航线。外罗海于是成为这两条航线的
天然分界处，故称之为“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
而谢清高的《海录》是以从广东到噶喇叭(雅加达)
的两条航线为例，把沿越南海岸航行的称为“内沟
航线”;将另一条航经中沙群岛的称为“外沟航线”。
两条航线就从西沙群岛处分开，在潮满岛汇合。这
两书记载的都是有关中外海域的分界问题，根本没
有涉及到海域的主权归属问题。而黎蜗藤却错误
地将之作为该海域的主权归属来理解，这种做法，
或者是出于对中国史书记载的误解，或者是出于有
意否定中国对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政治目的。
［责任编辑:杜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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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the 1st Discoverer and Developer of Xisha (Paracel)and Nansha (Spratly)Islands
A Comment on Li Woteng’s Bei niu qu de Nan Hai shi:er shi shi ji qian de Nan Zhongguo Hai
(The Distorted History of SCS:SCS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LI Jing － ming(1)…………………………
Since Emperor Wu (Born in Liu Che，July 14，156BC － March 29，87BC)of Han Dynasty in China opened up
the Maritime Silk Ｒout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India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the succes-
sive dynasties of China had maintained close contacts with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ome Southeast Asian envoys
paying tribute to China had a lot of descriptions about the various dangers of the Xisha Islands after they sailed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SCS)waters． They，as passers － by，cannot be thereby counted as " the first discover-
ers of the Xisha Islands． " The so － called " discoverers" must have not only had clear motivations，but also the abil-
ity to provide feedback which would then benefit the later comers． Only those fishermen from Hainan Island，China，
who had been long living and working in Xisha and Nansha Islands，are the genuine first discoverers and developers
of the Islands． In addition，certain Chinese history books als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sovereign ownership over the
Xisha and Nansha Islands，for they have records of such as China’s boundaries in the SCS and the division of
boundari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waters by the effect of monsoons on navigation．
On the Etymology of‘Donghai’and‘Beihai’used by Hainanese Fishermen YAN Geng － qi(9)……………
The Naming System of Nanhai Islands，used by Hainan Fishermen in Genglubu，is argued as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complete place name system in the world． Most of them contains two major chapters，namely the Ｒoad to
Xisha island and the Ｒoad to Nansha islands，which were entitled as Li Dong Hai Geng Lu and Li Bei Hai Geng Lu
respectively．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debate about the reason why Xisha is named as“Dong Hai”and“Nan-
sha”as“Beihai”．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aming reason relates to the“Northeast”trade winds by which Hainan
fishermen ride to Xisha island and Nansha island．
Capacity Difference and Ｒesponsibility Difference:On Possibility of Driverless Vehicle as Ethical Subject
LIN Jian － wu(15)………………………………………………………………………………………………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pacity of driverless vehicles and human drivers，this paper shows that
our moral concern about driverless vehicles today is due to our wrong judgment of their capabilities． And this kind of
difference on capacity will result in different ways to undertake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driverless vehicles and hu-
man drivers． Overlook this difference is the original source of many moral controversies about driverless vehicles to-
day．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it is concluded that only if we know the nature of capacity of driverless vehicles that
we might eventurally treat them as real ethical subjects．
Poverty Alleviation as opposed to Development and Connection———Ｒ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Ｒural
Poverty Governance in China LIU Jing － jiao(25)…………………………………………………………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Looking back on
the evolution path of rural poverty management in 40 years，it's found that the rural poverty management in China
has been driven mainly by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n the meantime lay emphasi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or people and poor areas over the year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economic dividend，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
formation society process，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overty governance is challenged． China is in an accelerated tran-
sition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information society now，information，network and technology become the cor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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